从责任伦理视角反思脑机接口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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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于传统技术实践，脑机接口技术突破了形而上学中“人与技术二分”的旧有范式，实现人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从责任伦理的视角来看，随着脑机接口技术在康复治疗和生活娱乐等领域的广泛应用，隐私悖论、“技术茧房”、认同困境、责任辩难等方面的伦理风险逐渐显现。这些潜在伦理风险需要超越传统伦理学中责任“在场”的局限，以一种更为广泛的责任伦理观进行分析。责任伦理是解决脑机接口（BCI）伦理问题的核心伦理，是对BCI技术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种伦理规范与价值要求。根据责任伦理的内涵，认为需要运用前瞻性和预防性视角，审视脑机接口技术的责任主体、客体和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动机。基于此，提出将自主性、善、信任与公平纳入到前瞻的责任伦理研究中，通过责任归因、技术透明、技术信任和技术公平的伦理原则，增强对技术的敬畏，规范技术相关者的行为。此外，需要结合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强化科研人员与公众的广泛对话，这样才能突破传统责任伦理的困境，预防技术对人类、未来人类、社会和未来社会的潜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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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Ethical Issues of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ponsibility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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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CI) technology, especially in fields such as rehabilitation and entertainment, marks a new stage of deep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into daily life. This technology has transcended the traditional "man versus technology" paradigm, achieving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with humans. However, thi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lso brings new ethical challenges, such as privacy paradoxes, technology-induced isolation, identity dilemmas, and responsibility disputes, which urgently need to be examined and addressed from a broader ethical perspective. 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is the core ethical principle for addressing the ethical issues related to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CI). It serves as an ethical norm and value requirement that provides guidance for BCI technology. From the viewpoint of responsibility ethics, this paper identifies relevant ethical risks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bas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esponsibility ethics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BCI technology. It employs a forward-looking and preventive perspective to conduct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BCI technology's stakeholders, including the principal entities, responsible parties, and interested parties. Finally, it suggests integrating the principles of autonomy, benevolence, trust, and fairness into the study of responsibility ethics and explores and explores regulating the behavior of technology stakeholders through principles such as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technological transparency, technological trust, and fairnes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BCI technology has raised a range of complex ethical issues that go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responsibility ethics frameworks.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a comprehensive responsibility ethics framework is needed from a forward-looking and preventive perspective. Specifically, ethical principles like autonomy, benevolence, trust, and fairnes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desig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of technological transparency and trus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dditionally, enhanc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the public will help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responsibility ethics and prevent potential negative impacts of technology on humanity, society, and future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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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bookmark: _GoBack]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脑机接口的伦理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脑机接口作为在康复治疗和感知增强方面有着广泛应用的复杂性技术，在脑机接口用户的使用过程中，以及在研发者和相关机构的开发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伦理问题。国内外针对这些问题的学术研究多集中于设计原理、应用手段和技术风险等技术问题，以及自主性、隐私、安全和公平性等伦理问题。然而，尽管已有许多对脑机接口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的研究，但目前尚缺乏广泛认可的伦理框架来应对这些问题。迄今为止，除了医学伦理和法律道德上的协议外，脑机接口的使用仍然没有官方的规定和指导[1]。本研究从责任伦理的视角，对脑机接口技术的潜在伦理风险，如隐私悖论、“技术茧房”、认同困境、责任辩难【“辩难”是指辩驳并质问（对方），不太恰当】等进行分析，突破传统伦理的责任“在场”局限，责任伦理强调人类不仅要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还要对未发生事情负责。人类对技术的敬畏，对技术的忧虑，能够订正技术相关者的行为，通过敬畏之心树立防范之志。
1  脑机接口及责任伦理审视
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是指用户通过单独使用大脑活动而不是周围神经系统来控制机器，执行特定脑力任务的技术[2]。典型的BCI将神经生理学测量技术与机器学习软件相结合以自动检测与此特定心理任务相关的大脑活动模式[3]。BCI通过侵入式或非侵入式技术测量大脑活动，将大脑活动显示出来。使用方法分为“干、湿”两种，具体方法的选择通常由健康风险、用户舒适度、信号质量、便携性和成本等因素来确定。“湿”脑电波（electroencephalogram，EEG）通过导电凝胶建立和改善电极与头皮表面的连接，是目前临床BCI应用中最流行的非侵入性方法；“干”EEG主要用于健康用户通过BCI提高生活质量以及娱乐[4]。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5]在1919年提出“责任伦理”，认为所有以伦理为导向的行动都可能遵循两种根本不同、截然相反且不可调和的原则，它可以基于信念伦理，或者基于责任伦理。遵循信念伦理（即内心信念）的要求，或者基于对自己行为（可预见的）后果的责任意识而行事。”1979年，汉斯·尤纳斯（Hans Jonas）出版《责任原理：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学探索》，探讨人的存在是责任伦理的本体论维度，认为责任是一个从存在中产生的现象。人的存在、本身的存在，唤起了一种超越单纯存在的责任，并进入行动[6]123-126。即随着技术力量的扩展，人类的责任也在扩大，特别是在对未来和对自然的责任方面。当预测到风险可能来临时，人的存在就是责任伦理的考量前提。人是具有独立思考、反思与批判精神的存在者，同时也是伦理主体。责任伦理不只是功利的追求，也不只是情感的冲动，而是源于主体对自身责任的理性认识[7]。这种理性认识源于对技术可能后果的前瞻性预测，以及积极的防范意识。
责任伦理是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前瞻性的、实现责任的伦理学。尤纳斯的忧虑启迪法为我们提供了实践责任伦理的可预测维度，他认为忧虑启迪法作为一种负面的预见原则，其功能在于调节行动的积极希望和意图，并警示谨慎，指出我们必须出于责任的严肃性而非悲观主义，考虑最坏的可能性，以履行伦理责任[6]63-65。责任伦理用忧虑启迪法来引起人们对BCI技术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的重视，是一种预防性的伦理概念，更是以人类整体性行为为对象的伦理理念。相较传统伦理强调的“在场”责任，责任伦理是一种前瞻性责任。人类不仅要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还要对未发生的事情负有前瞻性的责任。
BCI引发的诸多伦理问题，如隐私悖论、“技术茧房”、认同困境、责任归属等，只有基于贯穿人类行为始终的责任意识才会受到重视并得到改善。因而，责任伦理是解决BCI伦理问题的核心伦理，是对BCI技术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种伦理规范与价值要求。责任伦理在BCI中的应用体现为人脑与机器在搭建的“桥梁”中，对责任主体的界定、主体行为动机、目的、后果进行伦理审视，并对当代BCI的伦理问题提出责任归因、技术透明、技术信任、技术公平的整体伦理原则范畴[8]。
2  以责任伦理视角分析脑机接口伦理问题
自1970年出现BCI概念后，在至今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借助BCI技术不仅实现了对感知觉器官的修复，并在生活娱乐以及工作培训中应用这项技术。人们在享受BCI这项颠覆性技术的同时，也需要面对个人隐私可能被泄漏和滥用的风险，以及面对享受技术与担忧隐私的悖论难题。BCI技术带来的恢复和增强，使一些用户选择遗忘隐私问题，放纵自己享受技术的愉悦，使自己囚于技术的“茧房”中不能自拔；在放纵自己之后，“我是谁”成了需要面对的难题，即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认同问题，提示着用户渴望与这项技术和谐共存而不失自我。面对诸多伦理问题，唯有解决责任主体辩难【辨别难？】的责任鸿沟，才能直面人与人、人与技术、人与未来的关系问题。
2.1  隐私悖论：自由与尊严的消解
隐私悖论是指用户对待隐私的态度与隐私的行为并不总是一致[9]。在BCI中具体体现在：一方面，用户有很强的隐私保护意识；另一方面，用户为了获得BCI技术带来的便利，不得不对隐私与自由让步，默认其“失控”状态，以至于有些情况下隐私被泄露还完全不知情。人与BCI设备建立的连接越久、互动越多，“脑控”时设备获得的人脑的神经反馈就越多。人脑中的神经信号含有大量脑电信息，涉及到人的最核心的内容[10]。脑电信息的泄漏，将导致个人隐私的泄露。例如，托马斯是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其老板要求他必须佩戴一种新的神经技术工具来接受注意力训练，这种工具可以为他提供神经反馈。虽然托马斯对此设备的相关事项并不了解，他只觉得从开始训练以来，他的注意力有所提高，但该设备以某种方式读取了他脑中的信息。他的老板能接收到托马斯脑中的信息和心理状态、特征和心理健康脆弱性，但托马斯完全不了解老板从他的大脑获得信息的程度[11]。在这种情况下，老板的行为侵犯了托马斯的个人隐私权。除了托马斯的案例，有些BCI用户常常无法察觉，甚至是没有能力知道个人隐私是否被操控及其用途。这导致一部分用户在个人隐私权受到侵害时，选择放弃使用BCI技术，并由此引发一些潜在用户对隐私泄漏和信息失控的担忧，对BCI技术产生不信任[9]。
隐私不仅包含了人类所有的个人信息，更是对人类思维、社交、教育、性格等方面自由的保障。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既是对个人自由的保护，更是对人类本体论负责，对人类的存在负责。人类本体论是人的本质，是人本身的思维、社交、教育、性格等。只有人的本质，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应该有人，以及他们应该怎样存在。这个存在是我们责任的基础，因为它使我们成为能够反思自己行为及其影响的道德主体[6] 36-38。我们从技术中获得便利，技术就会从我们这掠夺一部分尊严。自我尊严不仅是自由的一部分，还是我们获取其他自由的基础，更是人类本体论的根基。或许我们能从先进的科技中获利，但代价却是无法言说的人类本质的丧失[12]。一旦我们默许BCI技术出于非治疗和非增强等“合理目的”索取个人隐私，我们的道德地位、我们作为人类的尊严和自由将被技术撼动。在人类尊严和自由被撼动之前，我们需要一种对人类现在和未来负责的责任伦理，让用户可以意识到个人隐私的珍贵，并在使用BCI设备之前就产生足够的警惕。这种责任伦理不只要求BCI用户、某个人或群体重视个人隐私，而是产生一种普遍的观念。一方面，这种普遍观念可以规整诸如托马斯老板这类比用户权力更高的群体对弱势用户信息的读取。用户有权利守护个人隐私，且有选择暴露或隐藏个人隐私的权利；另一方面，这种普遍观念也能激发BCI研发者等责任客体对隐私问题的考量，将隐私保护融入产品。对个人隐私的不干预就是一种负责，不被技术支配和监视是技术对人自由的让步。这种让步，使保护个人隐私对用户来说不只是一种功能，更是自由选择的权利。
2.2  “技术茧房”：人与社会的异化
“茧房”一词源自凯斯·桑斯坦[13]在《信息乌托邦》中提到的“茧房效应”，指公众只留意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久而久之，会使自己桎梏于像蚕茧一样的“茧房”中。在BCI中，“技术茧房”指的是可以接触到BCI技术的人依赖技术对自身的修复和增强，纵容技术对自身的改变，导致自己乃至社会的异化。BCI设备使人类的思维活动可以被解码、修正，感知、执行能力等可以被修复或增强[14]。原来的无机机械成为人类有机体延展的一部分，无机机械重塑了生物有机体的同时也重构了自身。经过BCI增强后的人类要比普通人具有更强大的脑力、体力和感官功能，在生活中更有可能获得便利。例如，2021年Neurable公司推出BCI耳机，可以帮助用户提升学习效率。BCI耳机通过提示休息时间来帮助用户管理时间，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注意力集中度[15]。这不仅加剧了BCI用户与普通人之间在思维和行动之间的不对等，也增加了前者剥削和掌控后者的可能。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异化一方面体现在对人之为人意义的剥离。人之为人的意义，在于人能否摆脱以谋生为目的的必然劳动，并因此获得更多思考的空间，人在这些空间中完成更有意义的事情。BCI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摆脱必然劳动的手段，如果我们只是用这些空间去从事其他必然的谋生的劳动，那么我们依旧没有获得人之为人的意义，无法从事其他意义的事情。如果只是沉迷于利用技术换取必然劳动空间，那么人类将止步不前，导致人的异化与劳动的异化。此外，现代技术成为人类改造自身的推动力量，BCI技术在人类世界显现出不同凡响的力量，人的使命就体现在最大限度地控制自身的成果中，人类对结果的预测和控制能力使我们有义务不轻率地使用我们的力量和知识，而是始终关注我们行为的可能后果[6] 26-28。BCI的修复和增强功能使得人们想要迫切地通过技术手段改造自己。对技术手段的过分依赖、对技术结果的过分追求，使人很难控制自身的成果，必然会导致人的异化。
异化另一方面体现在人类世界观的扭曲，甚至是社会文化的失衡。通过BCI技术改进过的人类，以优于人、优于己的心态纵容自己的改变，逐渐扭曲的世界观成为了自己的异化。人一旦适应了高效的学习状态和工作模式，很难放弃BCI设备实现自主高效。这将导致一种急功近利的学习模式，我们不再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与学养内涵，而是过分注重技术带来的高效和进化。学校的教育模式也会趋向重科技而轻人文，教育指的是对“人”的培养，培养人向善的能力，培养人符合时代的价值观念，而不只是培养成一个人才，不只是培养人的技能。教育，不能为了培养出人才，而忽略了对“人”的培养。如果教育只把培养人才当作必要手段，把塑造劳动社会当作重要目标，那么必然会导致文化的失衡，造成社会的异化。
在自然力量面前，人虽然十分渺小，但人对自身的改造、对自然的入侵，都在摧毁自然固有的平衡。技术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力量，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改造自然。然而，这种力量并非没有危险。我们对自然的干预可能会破坏那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的脆弱平衡。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以前不需要的方式考虑我们行为的后果[6] 35-38。BCI技术的出现，使人类踏上了漫漫征服路。人类在静心反思之后，再次踏上追求人之为人的路。在BCI掀起的新时代浪潮中，用户不仅要对自身的行为负责，还要从小我提升至大我，对整个社会负责，不扰乱社会秩序、不危害社会安全、不破坏自然生态，在保护现有生活环境的同时，为人类后代保有一个可以生存的世界。尤纳斯[6] 20-23认为，技术文明将人类置于一种新的角色中，人不仅是事物的消费者，也成为了事物的生产者和可能性的创造者。这种角色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因为每一项新的技术成就都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和人类生活。人类陶醉于成为他生产物品的生产者，成为他能做的事情的行动者，成为他下一步所能做的事情的准备者。而这里的“他”并不是个体，指代的是一个集合体。人类生产的物品原本是我们自身的外延，现在我们却将外延内化了。人类总是试图通过技术突破自己的有限性，希望借此通往自由。这种对自由的渴求、对技术改造自身的执着，足以让人成瘾。BCI技术正是为人提供了这种“瘾品”：治疗疾病的功能帮助人恢复健康的体魄；认知和行动增强的功能帮助人变得更加敏捷；更健康的身体和更敏捷的思维能够帮助人高效地达成目标；全新的自己能够帮助实现长远的理想，为下一个目标铺垫基础。这种“瘾品”像一根根丝，包裹住我们的身心，使我们被欲望的“茧”紧紧包围。因此，为了实现“破茧”，需要一种新的法律、规范或道德深入到基本行为领域中去，并以公共政策的形式介入我们可预测的问题。“破茧”只是开始，技术公平才能接近蜕变的目标。事实上，我们还只是处于“破茧”的边缘状态，没有实现真正的蜕变，想要实现从“脱茧”到蜕变的质的转变，只依靠政策法规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责任伦理从责任主体和客体的思想内部产生变革，由消极对抗到积极突破，其核心是责任的主客体能够对未来的“瘾品”产生预判，使责任的主客体跳出既定角色的简单立场和框架，从主体性内部思考，并建立前瞻性的责任意识，实现技术公平，避免技术“瘾品”对人类蜕变的阻碍。
2.3  认同困境：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
BCI直接作用于人的大脑，它能影响人类最核心的部分：人的个性特征、情绪变化乃至自我观念的改变。当BCI被用于治疗情绪障碍时，神经技术产生的深度脑刺激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影响用户的个性和身份认同[16]。这种影响体现在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两个方面。
首先，从自我认同的角度看，身份是一个人的标签，一个人的殊相。是人通过长期社会化过程建立起来的“我”。当一个人的特质被改变时，他本身是否可以接受这种变化，学界由此产生了一些争论。BCI技术对身份的影响是快速的，但身份建立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缓慢规律一旦被快速改变，将导致用户对身份认同的混乱[17]。如，BCI系统的速度和稳定性都会对用户的情绪产生影响。BCI系统的速度和可靠性取决于信噪比，在脑控时，信噪比在受试者内部变化很大。这使得在特定时间内，针对特定个体的BCI质量难以预测，如果BCI突然停止工作可能会导致用户的沮丧[18]。此外，身份认同的混乱可能会干扰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会动摇自我本质的核心假设。如，一位使用BCI治疗抑郁症长达7年的患者，对“我是谁”倍感疑惑，他开始怀疑他与其他人交往的方式到底是他自己控制的，还是由他所佩戴的设备实现的[19]。
其次，从他者认同的角度看。公众对新技术的不了解，会对技术产品和用户产生一些偏见，这些偏见往往带有隐蔽性，甚至有偏见的个体都不一定能够察觉到。这种偏见往往影响力巨大，轻则导致个人无法正常使用BCI，BCI用户对自我角色产生怀疑，产生身份认同问题；重则削弱整个社会的黏性，影响社会稳定性。公众从第三者的视角，看待BCI用户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些标签和角色期待，这是第三者附加在BCI用户身上的，体现为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客观特征的期待。如果BCI用户与角色期待表现不一致，就会导致偏见和舆论的出现。这种偏见压力，可能驱使BCI用户放弃个体自我，强化社会自我，以满足他人期待。代价是身份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的消失，甚至被迫做出身份趋同的表征。柏拉图[20]认为灵魂是所有自身行为的源泉，它必须根据美德和知识的原则进行引导。由此可见，人是意义的动物，人的自我认知和对自我的规范在不断变化。人应该展示出完全的自己，而不应该根据别人的判断不断矫正自己的想法和行为。人格不是预先到来的，“我是谁”是不断生成的。人从出生开始，就在人际交往中扮演角色、戴上“面具”，这些角色、“面具”组成了我们的人格，是我们人格的呈现，即“我是谁”。“我是谁”不是我们本身能决定的，而是在我们与他人的交往中决定的。误解也会构成我们的人格，在我们摆脱误解的过程中，逐渐树立自己真正的人格，从而使我们的人格得到升华。人，代代无穷矣。我们所扮演的人格，或会成为我们后代的榜样，或会成为别人评判我们的因素。这种榜样就是一种责任，因为榜样是一种例子，成为了我们的经验，影响我们下一步与人的交往。
BCI用户只是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目前的医疗难题；同时，BCI用户自身还是一个多元的角色体，需要正常的社会交往，需要自主建构身份的权力。这种选择权力不应该由他者提供，不应该被他者的误解指引，至少不应该被他者阻碍，我们需要责任伦理为我们提供一种应对身份认同困境的解决路径。BCI技术的强大力量已将超过了我们目之所及的范围，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我们迫切需要责任伦理为我们确立一种道德知识，来适应新的角色的诞生。传统伦理学局限于将道德知识限定在可预见的范围内，这势必会造成已有角色的认知与新角色期待产生冲突，只有技术知识与道德知识相匹配，才能为身份认同困境寻找到合适的解决路径，知识的提升可以通过强化技术透明度等理论原则实现。
2.4  责任辩难【辨别难？】：责任主体的鸿沟
脑机接口介导的行动因模糊人机界限而使明确主体责任陷入僵局[21]。这是由于责任主客体辩难造成的。责任主体，包括但不限于BCI用户、BCI设备等；责任客体，包括但不限于BCI团队、BCI研发者等。责任主客体辩难主要源于BCI技术对自主权的威胁、BCI设备信号不稳定、研发团队复杂、主要研发者缺乏前瞻性等因素。
第一，BCI技术对用户的自主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在一般情况下，BCI设备在读取信息后，应该让这项技术适应人的思维方式，根据人的思维作出相应改变。但是在人与BCI设备相互适应的过程中，BCI技术似乎在“诱捕”用户并控制他们的生活。BCI技术是价值中立的，但人为了更好地使用BCI设备，会不断调整自己思维和行为方式去迎合机器。BCI设备通过这种“权力”融入我们，从内部构成我们，并且越来越难以揭露[22]。BCI技术通过算法很容易获得主体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倾向，并以此排除掉“用户不喜好”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但选择哪种思维模式或行为习惯是极具主观性的，是用户自主权的体现，BCI技术替代用户作出选择无疑剥夺了用户选择和自主判断的权利。自主权的剥离打破了人与机器原有的清晰界限，使人逐渐弱化人的本质，变得更像机器，出现了“去人化”“机器化”的倾向。认知主体结构从传统意义的人体结构转向人机复合体结构。如果BCI用户“意外地”打破了一些东西或伤害了人类，“谁”或“什么”应该承担责任[23]？
第二，BCI系统中信号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非常重要，它会对用户的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18]。例如，在识别用户意图的扫描过程中发生错误，导致用户意图和生成的命令之间有差异，BCI系统解释错误不是故意产生的[17]。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辨别问题出自哪一方，即对用户意图的真实性和BCI系统的故障存疑，这不仅影响BCI用户的使用体验，也会让我们面临责任辩难问题。
第三，BCI是一项跨学科研究技术，需要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如神经病学、工程、医学和计算机行业。面对结构复杂的专家团队，必须设置一个固定的规则，使研究小组之间的团队责任及工作内容被合理、公平地划分[4]。组织结构的合理分配，能够更清晰地划分责任，与此同时，也要注意不同团队之间的交叉融合领域，避免责任真空地带出现。
第四，传统的研发者只要能充分考虑技术故障的可能性，以及短时间内机器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对此设计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即可。但随着BCI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机器学习的加持，机器的自循环系统就阻碍了解决问题的路径。传统的责任解决模式失效，责任变成了情境化的因果关系，即对BCI设备的控制从研发者转到人与脑的互动以及机器学习中。没有人对机器行为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因而无法完全为其负责[24]。
3  以责任伦理视角思考伦理原则
BCI技术是能深刻改变世界的颠覆性技术，但其是囚笼之锁还是自由之钥，不是技术本身决定的。脱离了伦理约束的颠覆性技术，人类不一定成为最后的受益者。只有将自主性、善、信任与公平纳入到前瞻的责任伦理研究中，才能通过责任归因、技术透明、技术信任、技术公平等原则，驾驭技术享受自由。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责任归因是由于BCI责任链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不同的群体在该系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而在责任归因时应将BCI的决策与影响决策的利益相关方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量。此外，责任不仅仅是制定规则来管理BCI设备和用户的，责任应该辐射到研发者、机构以及市场在内的整个社会技术系统。BCI的主要管理规则应该经过各利益相关方的综合讨论，共同制定出管理规范。这样有利于责任归因与分摊，对各利益相关方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技术透明是指公开BCI系统的开发过程、运作机制、数据收集情况、用途以及可能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其中，透明指的是“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向投资者、监管机构和市场提供相关的、及时的和可靠的信息”[25]。公众对BCI个人隐私保护能力的不信任主要源于对技术流程的不了解、对信息使用情况的不明确，从而产生未知的恐惧。确保技术透明，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公众对BCI技术的信任程度，扩大BCI技术的受众群体，扭转BCI技术的歧视偏见；同时，这对敦促BCI技术的升级研发有一定积极意义。
技术信任是指与BCI的消极影响相比，该技术强大的治疗与增强功能，足以抵消部分公众对BCI的偏见。BCI责任归因与技术透明原则的提出，提升了公众对这项新技术的信任程度。只有技术信任，才能打消潜在BCI用户对技术隐私问题、身份认同等问题的顾虑，帮助更多患者安心地使用BCI技术治疗疾病，让更多用户尽情地享受BCI技术带来的愉悦和自由。
技术公平的提出源于BCI这项新技术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不公平现象。例如BCI技术发展导致的人与社会的异化，甚至是“重科技轻人文”的教学偏见。这些现象往往带有隐蔽性，BCI用户自己甚至是利益相关者都不一定能够察觉到。但这种偏见与不平等往往影响力巨大，它轻则影响技术的正常使用，重则削弱整个社会的黏性，影响社会稳定性。
4  结论 
BCI展示出的惊人潜力与变革力量，决定了我们已经处于新技术时代的变革之中，这项技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改变。随着机器学习能力的日趋强大，脑机连接难点也被逐渐攻克，技术开发者对人类感知觉的修复甚至是增强已经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异化问题的担忧。技术的责任意味着技术活动者必须承担起不可推卸的义务，以确保技术的善用[26]。这不仅要求技术开发者设计和研发出有益的技术，还要保证技术的使用在后果上是善的[27]，确保技术带来的是人类的幸福而非痛苦。基于此，本研究从责任伦理视角出发，提出了前瞻性的责任伦理框架。与之前王高峰等[28]、靳二峰等[29]、邹丽雪等[30]分别聚焦于隐私、身体感知和宏观政策分析的研究相比，本研究不仅广泛探讨了脑机接口技术带来的伦理风险，还特别关注了责任归因的复杂性及其应对策略，强调了在技术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应贯彻前瞻性思维，确保技术进步在满足当前需求的同时，不对未来世代构成潜在风险。这不仅是一种伦理要求，更是对技术从业者及整个社会的根本性责任。尤纳斯在其著作中将责任提升到“绝对命令”的高度，主张技术的道德正确性应通过其对未来的责任来衡量【补标著录原文献】。技术的力量使责任成为必须的新原则，特别是对未来的责任[31]。这种责任要求我们在技术发展中贯彻前瞻性思维，既要评估技术的即时效益，也必须深思其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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